
第45卷 第7期 2023年7月 2023，45（7）：1310-1323
Resources Science
Vol.45，No.7 Jul.，2023

http://www.resci.cn

引用格式：张晓昱, 李润楠, 秦玉婷, 等. 多维异质性视角下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基于281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准自然实验[J]. 资源科学, 2023, 45(7): 1310-1323. [Zhang X Y, Li R N, Qin Y T, et al. The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mechan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281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7): 1310-1323.] DOI:

10.18402/resci.2023.07.03

多维异质性视角下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及其机制

——基于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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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高速铁路的低碳优势有利于早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目标，因此从多维异质性视角探

究高铁建设的低碳减排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意义凸显。【方法】本文基于2006—2020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

板数据，将高铁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空间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探究了高

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

度的降低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平均存在4年延迟期；②高铁减排效应在西部城市、成长型和衰退型的资源型

城市及非枢纽城市显著，但在其他地区和类型的城市没有显著影响；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建设能通过提高城

市经济聚集度和科技创新水平进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④空间双重差分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对邻近城市碳排放

强度的负向“虹吸效应”大于正向“扩散效应”。【结论】因此，对于高铁建设，国家应保存量稳增量，继续发挥其低碳

减排作用，各地方政府也应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制定减排政策，在实现城市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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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速铁路是中国交通运输史上的重大技术变

革，对沿线各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深远的

影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从 2012年的 9.8万 km增

长到 2022 年的 15.5 万 km，其中高铁从 0.9 万 km增

加到4.2万km，稳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对百万人口

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①。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高铁建设已然成

为带动国家经济的新增长点。现有研究对高铁建

设带来的经济效益颇为关注，普遍认为高铁建设有

利于推动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如宗刚等[1]提出高

速铁路可以通过时空压缩效应，提高城市间的交通

可达性，促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与集

聚，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刘勇政等[2]认为高铁开通

的城市更容易获得经济高质量发展；李金锴等[3]研

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提高沿线地区的交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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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度，促进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4]，推动信息传播和

技术交流，进而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学者们还对

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研究，如

宗刚等[1]从城市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城市资源禀赋

等多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证明高铁对东部城

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等的经济促进作用

尤为明显。

随着国家对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建设的日益

重视，有关高铁建设环境效应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如陆铭等[5]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工业污染的影响，认

为高铁发展会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杨思莹

等[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城

市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二氧化硫排放量；韩燕

等[7]研究发现高铁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集聚和

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缓解城市雾霾污染。关于高铁

的碳减排效应，祝树金等[8]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与其

他交通运输方式相比，高速铁路本身具有绿色低碳

的优良特性，有助于城市实现碳减排目标；张华等[9]

的研究却发现高铁会通过创新效应增加居民的出

行需求，从而增加城市碳排放量。虽然由于研究样

本、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不尽一致，

但大部分研究认为高铁建设可以降低城市碳排放

量[10,11,12]。

已有研究同样关注了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

的影响机制：张汉斌[10]通过对比分析高速铁路与普

通铁路的碳排放量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交通替

代效应实现城市碳减排；Yang等[13]采用双重差分的

方法实证发现高铁建设会通过结构效应降低二氧

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张般若等[12]研究发现高铁

开通可以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沿线城市的碳排放量[12,14]。现有研究关于高

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机制分析多从产业结构的

视角展开，从其他角度的经济机制分析仍有欠缺。

同时，现有文献较少涉及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

空间溢出效应，但部分研究表明，伴随着高铁网络

的不断发展，高铁可以通过同城化效应、虹吸效应

等影响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等 [15,16]。因此，本文认为高铁建设可能对城市碳排

放强度存在空间外溢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出发，针对

城市碳排放量进行考察，在机制分析方面侧重于产

业结构角度，对高铁减排效应的空间影响的探究尚

有欠缺。据此，本文基于 2006—2020年中国 281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

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区域

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的角度探究高铁建设对沿线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期理清经

济聚集和科技创新影响高铁减排的作用机制，全面

考察高铁减排效应，为推进高铁建设、促进区域经

济集聚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高铁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关系

城市碳排放强度是地区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

衡量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

水平。交通运输业是中国碳排放来源的主要部门

之一，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17]。高铁发展改变了以

往的交通运输结构，实现了对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

有效替代。相比于普通铁路和公路交通，高铁采用

了流线型车体和轻量化技术，大幅降低了列车的运

行阻力和能耗，其次，高铁动车组列车采用电力牵

引，减少了对燃油的消耗，具有明显的低碳排放特

性。自开通以来，高速铁路就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

日常出行选择，企业和居民主动选择更为清洁的交

通出行方式，从而产生交通替代效应，优化了本地

区整体的交通运输结构，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 1：高铁建设可以促进其沿线城市地区碳

排放强度的降低。

2.2 高铁建设、经济聚集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关系

高铁建设能够促进周边经济要素的聚集，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沿线地区的经济聚集程度。与非高

铁城市相比，高铁节点城市在交通运输、技术交流、

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具有区位优势，会成为劳动

力和企业选址的优先选择，人口和企业的集聚也带

动了沿线城市经济集聚度的提高。

高铁建设带来经济聚集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城

市碳排放强度[18]。首先，人口集聚促进了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促使政府加

强环境规制，硬性环境约束指标倒逼企业节能减

排，从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其次，企业集聚产

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原材料、基础设施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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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利用效率，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也促进了绿色

生产技术的革新。同时，企业集聚也便利了监管部

门的集中管制，推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高铁建设对经济集聚产生直接效应，继

而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2.3 高铁建设、科技创新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关系

高铁建设能够促进节点城市的技术进步。首

先，高铁建设促进了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通过吸引人力资本的不断流入推动节点城市的“人

才储备池”建设，由此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城

市创新能力的提升[19]，并为城市的科技进步提供持

续的智力支持。

高铁建设带来的科技创新水平提升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20]。首先，高

铁建设提升了交通便利性，推动了不同区域的企

业、科学家等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产生了

知识溢出效应。通过知识溢出，创新主体可以广泛

涉猎多个领域的知识，深化对原专业领域的理解，

从而有力推动节点城市环保生产技术和能源集约

技术的创新，进而有效改善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能

源消耗结构，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21]。其次，生产技

术的创新可以通过技术替代效应有效降低企业绿

色化转型的成本，激励企业节能减污降碳，走绿色

高质量发展之路，进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基于

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高铁建设对科技创新产生直接效应，继

而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2.4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首先，高铁建设可能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产生负向“虹吸效应”。高铁建设降低了劳动力、知

识、资本等在区域间流动的壁垒，加快了生产要素

向节点城市的富集，促进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

级。节点城市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促使其将高污

染、高耗能产业转移至周边地区[22]，降低本地区的污

染程度，从而对周边城市产生负向“虹吸效应”，不

利于其经济的低碳健康发展。

其次，高铁建设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也可

能产生正向的“扩散效应”。高铁网络建设促进了

城市群的发展，推动了城市间要素和商品市场的一

体化。在此基础上，节点城市强大的辐射带动功能

推动技术、知识等要素向周边城市溢出，从而提升

周边城市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其

可持续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扩散效

应”。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4。

假设 4：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

在空间溢出效应。

3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3.1.1 基准模型

选择双重差分（DID）为主要研究方法。在样本

观测期内，全国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已有 166

个城市开通了高铁，故其可以被视为一项“准自然

实验”来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将高铁已开通的

城市作为实验组，高铁未开通的城市作为控制组，

利用 DID 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

净效应。鉴于各城市的高铁并非在同一时期开通，

难以将某一年度作为该政策执行的年度，故采用能

够应对政策执行时间存在先后差异的多期 DID 进

行分析。多期DID模型设定如下：

CEIit = α0 + α1HSRit + γXit + δi + φt + εit （1）

式中：CEIit 表示 i城市在 t年的碳排放强度，由单位

城市GDP的CO2排放量的自然对数表示，其中CO2

排放量借鉴吴建新[23]的计算方法；HSRit 表示高铁

建设虚拟变量，HSRit =1表示 i城市在 t年高铁已开

通，HSRit =0表示 i城市在 t年高铁未开通。高铁开

通时间界定参考卞元超等[24]的研究，若城市在上半

年开通高铁，则看作是本年开通，若开通时间在下

半年，则进行滞后一年处理，将其看作是下一年度

开通；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张般若等[13]、葛立

宇等[25]、佘群芝等[26]的研究，具体包括：①经济规模

（ES），由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表

示；②对外开放程度（FDI），由实际使用外商资金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③二产占比（IG），使用

第二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表示；④三产占比

（SG），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进行测

度；⑤行政区域面积（Area），以当地城市区划的土地

面积（km）来表征；⑥技术水平（TL），由城市科技支

出费用的自然对数表示（表1）。 α0 为常数项；α1 和

γ为待估参数，系数 α1 即为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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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净效应；δi 为城市

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个体层面不随城市变化的固有

影响因素；φ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时间层面

不随时间迁移影响的因素；εit 为随机误差项。为避

免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选择将标准误

聚类到城市层面。

3.1.2 机制检验模型

为研究高铁建设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

借鉴Baron等[27]、温忠麟等[28]、胡浩志等[4]的研究，运

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具体形式为：

Medit = β0 + β1HSRit + γXit + δi + φt + εit （2）

CEIit = λ0 + λ1HSRit + λ2Medit + γXit + δi + φt + εit

（3）

式中：Med为中介变量；β0 和 λ0 为常数项；β1 、λ1 、

λ2 和γ为待估参数，其中 λ1 为考虑中介变量的效果

后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将经济聚

集和科技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参照张华明等[29]

的研究，就业密度衡量的经济聚集（AG1）使用城市

单位土地面积内就业人口数量来测度；产出密度衡

量的经济聚集（AG2）使用第二、三产值之和与城市

行政区划土地面积之比来测度。科技创新水平

（PAT）参照曹清峰[30]的做法，采用城市每万人专利授

权数表示（表1）。

3.1.3 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从高铁网络建设的角度分析，高铁建设不仅会

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间接

作用于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双重差分模

型（SDID）可以同时考虑地区间的关联性与政策特

点，有效弥补多期DID对高铁网络连通性观测的不

足，因此采用其进行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

选取地理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即相邻

的城市之间存在相互影响（W=1），不相邻的城市之

间不存在相互影响（W=0）。采用全局Moran’s I指

数检验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表2结果显

示，Moran’s I指数均大于0，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

明城市碳排放强度间存在空间关联性。

在此基础上，通过LM和LR检验来确定最优的

空间计量模型。如表 3所示，空间误差检验的 p值

并不完全显著，空间滞后检验的p值均显著，因此采

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估计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

强度的溢出效应。

基于式（1），建立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CEIit = α0 + α1W × CEIit + α2 HSRit + γXit + δi + φt + εit

（4）

式中：W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α1 为城市碳排放强

度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α2 为考虑空间溢出效应

后的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2020年全国经济受疫情影响较大，为得到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净效应，减少由这一

因素导致的估计偏误，最终将2006—2019年作为研

究区间，获得中国 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均衡面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CEI/万 t，取对数

HSR

AG1/（万人/km2）

AG2/%

PAT/个

ES/元，取对数

FDI/%

IG/%

SG/%

Area/km2，取对数

TL/万元，取对数

观测数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3934

均值

-1.093

0.280

0.528

11.398

7.394

10.418

0.018

47.829

39.168

9.342

9.828

标准差

0.777

0.449

0.784

1.358

14.959

0.710

0.018

10.669

9.523

0.790

1.572

最小值

-2.841

0.000

0.018

8.151

0.064

8.687

0.000

19.800

18.200

7.374

6.182

最大值

1.000

1.000

5.139

14.623

93.916

11.969

0.087

75.500

68.700

11.408

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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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的原始数据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2007—2020年)，核心解释变量高

铁开通数据来自于《中国铁道年鉴》、中国铁路总公

司官网和中国铁路网，对于缺失数据，采取在各省

市便民公众号、新闻网站等进行查找核对补充，其

他变量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部分地级市

统计年报，个别缺失数据通过 KNN 均值法予以补

齐。为避免由异常值引起的估计偏差，对所有的连

续变量进行首尾1%的缩尾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1。

4 结果与分析
4.1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分析

表4为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基准

回归结果，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个体、年份固

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列（2）-（4）加入了控制变量，列

（3）、（4）分别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1）未考虑控制变量影响和个体、年份效

应，估计结果中可能混杂了其他影响因素，R2较小也

说明模型（1）偏差较大；模型（2）-（4）在逐步加入控

制变量影响和控制个体、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

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净效应逐渐明晰，变

量（HSR）的系数趋于稳定。综合4种模型的回归结

果来看，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或是否控制个体年

份效应，核心解释变量（HS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初

步表明高铁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实现碳排放强度

的降低，假设1得到验证。高铁建设推动了人才、资

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区域间资源配置得到了优

化，提高了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减少了城市

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源，促进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

降低。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政策评估前，需要验证

在城市高铁建设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发展趋势并

无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借鉴Beck等[31]

的方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CEIit = α0 +∑
s = -6

7

αs Ds + α1Xit + δi + φt + εit （5）

式中：Ds 为高铁建设的虚拟变量，是平行趋势检验

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下标 s表示高铁建设前6年和后

7年，当 s＜0时，表示高铁建设前 s期；当 s＞0时，表

示高铁建设后 s期。

图1结果显示，在高铁建设前6年，各年份虚拟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基本位于0左右，表明

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演进趋势在高

铁建设前无显著差异，支持了平行趋势假设。图 1

还展示了高铁建设后的动态效应，可以看出自高铁

建设后的第5年起，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此时高

铁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开始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这一作用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越来越强。高铁对

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一定的延迟，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在于：高铁建设引致交通通达性的改善对

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的优化需要一定的调整周期，经

济聚集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4.2.2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城市和年份层面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

遗漏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可能对高铁建设与碳排放

表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Table 2 Spatial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Moran’s I

0.013

0.014

0.012

0.010

0.017

0.016

0.017

0.019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0.014

Z值

2.473

2.689

2.375

1.975

2.999

2.921

3.036

3.402

3.181

3.249

3.157

3.195

3.203

2.821

p值

0.007

0.004

0.009

0.024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表3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检验类型

LM_error

LM_error_robust

LM_lag

统计量值

100.083

0.509

144.255

P值

0.000

0.47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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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产生干扰，为了进一步确认城市碳排放强度的

下降并非由这些变量造成，而是由高铁建设所致，

利用独立重复实验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为：

以每年开通高铁的城市个数为依据，从所有城市样

本中随机抽取对应数量并将其作为高铁建设城市，

并对模型系数进行回归分析。为了保证结果的可

靠性，进行了 500次随机抽样，按照式（1）进行回归

得到图2，显示回归系数在500次随机抽样后集中分

布在 0附近，且其均值几乎为 0，说明高铁能够促进

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并不是由于某些不可观测

因素导致的，高铁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并未受到非观

测遗漏变量的影响，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HSR

ES

FDI

IG

SG

Area

TL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lnCEI

-0.399***

(0.016)

—

—

—

—

—

—

—

—

—

—

—

—

否

否

-0.982***

(0.041)

3934

0.147

(2)

lnCEI

-0.085***

(0.016)

-0.528***

(0.023)

-0.653

(0.447)

0.016***

(0.002)

0.022***

(0.003)

-0.325***

(0.041)

-0.040***

(0.009)

否

否

6.236***

(0.448)

3934

0.460

(3)

lnCEI

-0.081***

(0.016)

-0.564***

(0.024)

-0.877**

(0.445)

0.011***

(0.002)

0.017***

(0.003)

-0.266***

(0.094)

-0.022***

(0.009)

是

否

6.360***

(0.915)

3934

0.462

(4)

lnCEI

-0.067**

(0.034)

-0.449***

(0.100)

-1.142

(0.715)

0.009

(0.006)

0.015**

(0.006)

-0.207**

(0.101)

-0.046**

(0.021)

是

是

4.998***

(1.333)

3934

0.472

注: 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图2 安慰剂检验

Figure 2 Placeb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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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内生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降低内生性估计偏误，避免一些非

观测因素同时影响高铁建设和城市碳排放强度，采

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这一问题。参考卞元超等[24]，将

各地级市的地理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其依据在于：

①地理坡度反映了城市的地貌情况，其大小对高铁

是否修建和高铁建设成本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一

指标满足相关性要求；②地理坡度是在漫长历史进

程中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当期城市碳排放强度

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故满足外生性要求[12]。由于

样本期间地理坡度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

此将其与每年度各地级市所在省份开通高铁城市

的总数相乘。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

表 5。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 1%显著性水平

上，工具变量即地理坡度与核心解释变量（HSR）之

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Cragg-Donald Wald F统

计量为35.563，大于10%水平上统计量的值，说明了

选择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2）估计结果显示，

在 1%显著性水平上，高铁建设对城市的碳排放强

度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表明高铁建设可以显著促进

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与式（1）回归结果一致。

因此，在对内生性问题处理后，研究结果仍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

4.2.4 剔除其他试点政策的干扰

高铁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样受到

其他试点政策的影响，因此搜集了2006年以后城市

层面关于碳排放的重要试点政策。①为了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分别

于 2010 年、2014 年和 2017 年开展了三批低碳试点

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32]。

②在使用政策手段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寻求以市场

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于 2013 年在北京、上海、重

庆、广东等7个省市展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相

关研究表明，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明显低于未试点城市[33]，因此，该政策也会

对城市碳排放强度有一定影响，从而对研究结果产

生干扰。

为得到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净影响

效应，需剔除低碳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

研究结果的干扰。因此，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加

入两类政策虚拟变量与获批时间交互项，以控制两

类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CEIit = α0 + α1HSRit + α2 DID1it + α3DID2it +

γXit + δi + φt + εit

（6）

式中：DID1it 为低碳试点政策虚拟变量，若 i城市在

t年是低碳试点城市，DID1it =1，否则 DID1it =0；同

理，若 i城市在 t年是碳交易权试点城市，DID2it =1，

否则 DID2it =0；α2 、α3 分别代表低碳试点政策和碳

交易权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

结果如表 6所示，表明高铁建设对节点城市的碳减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5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Prob(HSR)

IV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R2

F

(1)

第一阶段

HSR

—

—

0.002***

(0.000)

是

是

是

3934

0.647

35.563

(2)

第二阶段

lnCEI

-0.292***

(0.098)

—

—

是

是

是

3934

0.876

—

表6 剔除其他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excluding other pilot policies

HSR

DID1

DID2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0.067**

(0.034)

-0.023

(0.032)

—

—

是

是

是

5.055***

(1.337)

3934

0.473

(2)

-0.068**

(0.034)

—

—

-0.014

(0.056)

是

是

是

5.023***

(1.333)

3934

0.472

(3)

-0.067**

(0.034)

-0.022

(0.031)

-0.008

(0.056)

是

是

是

5.066***

(1.337)

3934

0.473

1316



2023年7月 张晓昱等：多维异质性视角下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http://www.resci.cn

排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再次证明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

4.3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

为探究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

制，从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

运用逐步检验法验证高铁建设是否通过经济聚集

或者科技创新影响碳排放强度（表7）。

列（1）中 HSR 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高铁建

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列（2）以就业密度衡量的经济聚集作为因变量，

HS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建设能

够促进该城市就业人口的聚集；列（3）将高铁建设

（HSR）和以就业密度衡量的经济集聚（AG1）同时进

行回归，HSR和就业密度的系数均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说明就业密度的提高能有效抑制碳排放

强度，以就业密度衡量的经济聚集对高铁建设与碳

排放强度间的影响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列（4）显示，将以经济密度衡量的经济聚集作

为因变量后，HSR的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高铁建设能够提高城市的经济产出密度；列（5）

将高铁建设（HSR）和以经济密度衡量的经济集聚

（AG2）同时进行回归，HSR 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

著为负，经济密度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城市经济产出密度的提高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

以经济密度衡量的经济聚集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以上两种经济聚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论具有

一致性，即无论以何种方式测度经济聚集，高铁建

设均能通过经济聚集有效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的

降低。在假设 2得以验证的同时，也表明高铁通过

经济聚集发挥积极碳减排效应的研究结论具有稳

健性。

列（6）以科技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HSR 的系

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建设能够促进

节点城市的科技进步；列（7）将高铁建设（HSR）和科

技创新水平（PAT）同时进行回归，HSR 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科技创新水平的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高铁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科技

创新对城市碳排放强度起到抑制作用。假设3得以

验证。

4.4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8报告了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

回归模型结果。列（1）为整体回归结果，空间自回

归系数 Spa-rho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城市

碳排放强度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依赖性，进一步

验证了引入空间因素进行分析的合理性。但这一

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的影响程度，需要采用偏微分方法将其分解为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8列（2）-
（4）所示，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结果表明高铁建设

对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

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间接效应结果显示高铁建设

对邻近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有促进提升作用，原因在

表7 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alysis

HSR

AG1

AG2

PAT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lnCEI

-0.067**(-1.99)

—

—

—

是

是

是

5.066***

(1.337)

3934

0.473

(2)

AG1

0.080***(0.030)

—

—

—

是

是

是

5.013**

(1.999)

3934

0.189

(3)

lnCEI

-0.062*(0.034)

-0.055*(0.030)

—

—

是

是

是

5.275***

(1.381)

3934

0.473

(4)

AG2

0.017**(0.009)

—

—

—

是

是

是

6.969***

(0.787)

3934

0.972

(5)

lnCEI

-0.062*(0.034)

—

-0.298***(0.107)

—

是

是

是

7.076***

(1.709)

3934

0.476

(6)

PAT

2.288***(0.733)

—

—

—

是

是

是

66.999

(56.187)

3934

0.396

(7 )

lnCEI

-0.061*(0.034)

—

—

-0.003**(0.001)

是

是

是

5.183***

(1.381)

3934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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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铁节点城市依靠更便捷的客运交通能力，吸引

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入[20]，受到虹吸效应的制约，

周边地区的城市服务水平和经济活力下降，产业绿

色化转型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城市碳减排目标的

实现。

4.5 异质性分析

4.5.1 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基

于地理区位将样本观测期内的城市分为 3组，以研

究高铁建设对不同低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

9）。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城市高铁的建设能够显著

降低碳排放强度，而高铁建设对中部地区城市起到

了不显著的低碳减排作用，对东部地区则起到了不

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高铁建设对不同区域城市的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造成这一差异性

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

和中部城市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优越的

市场环境及自然地理条件，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企业绿色化转型

等软环境的改善，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高铁建设

对城市低碳减排的边际效用较小，而西部地区由于

地理位置偏远以及城市交通便利性本身较差，高铁

建设为其带来的低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减少了其

向东、中部地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人才和技

术等的障碍，推动了西部地区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

升级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集聚效应，推动

降低西部地区城市单位产出能源消耗，最终助力西

部地区城市降低碳排放强度。

4.5.2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是以矿产、

森林等自然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这类城市

为了经济增长，容易过度依赖当地资源禀赋，从而

导致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以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的分类标准为依据，将样本城市分为非资源型

城市与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

所示。列（1）、（2）显示，HSR 估计系数在 10%的水

平下均不显著，但估计系数为负，证明高铁建设能

够促进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的降

低，但影响效果有限。

将资源型城市细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

以及再生型，进一步探究高铁建设对不同类型的资

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10）。列（3）-（6）结

果表明，高铁建设对成长型和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碳

表8 空间计量估计及分解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esti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HSR

Spa-rho

Sigma2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R2

(1)

Main

-0.066***（0.016）

-0.425***（0.141）

0.071***（0.002）

是

是

是

3934

0.446

(2)

LR_Direct

-0.066***（0.016）

—

—

是

是

是

3934

0.446

(3)

LR_Indirect

0.019***（0.006）

—

—

是

是

是

3934

0.446

(4)

LR_Total

-0.046***（0.012）

—

—

是

是

是

3934

0.446

表9 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ities

HSR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东部

0.012

(0.051)

是

是

是

6.524

(4.326)

1162

0.457

(2)

中部

-0.027

(0.052)

是

是

是

6.373**

(2.487)

1120

0.670

(3)

西部

-0.156*

(0.083)

是

是

是

-0.575

(3.856)

1134

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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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成熟型资源城市促进

作用不显著，对再生型资源城市具有不显著的抑制

作用。原因在于成长型资源城市自然资源开发正

处于上升阶段，城市发展潜力足，高铁建设促进当

地绿色产业的发展[4]，形成集聚效应，另外高铁建设

也可能导致该类城市产业结构趋向第三产业，低碳

排放强度的GDP产出拉动城市整体碳排放强度的

降低。成熟型资源城市尚处于资源稳定开发阶段，

产业结构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的重工业为主，但政

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高铁建设虽然促进了

该类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发挥的作用有限[34]。

衰退型城市资源趋于枯竭，产业结构落后，社会发

展问题突出，城市绿色转型困难，而高铁作为一种

高效环保的交通方式，可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

赖，降低碳排放强度；此外，高铁建设还可以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减少对传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促

进城市经济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城市碳排放。再生

型城市基本已经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城市建设

和产业发展绿色化水平提高，此时高铁带来的人口

大量流入会造成碳排放角度下资源利用非有效[35]，

产生集聚阴影，从而导致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提升。

4.5.3 城市网络中心度异质性

交通网络中城市自身的功能定位与网络中心

度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可导致城市交通定位的不

同，使得高铁建设带来的要素转移出现“中心-外
围”差距。考虑城市网络中心度所导致的城市发展

差异，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将样本城市

分为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进行分组回归（表

11）。针对枢纽城市，列（1）的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对

其二氧化碳排放并无显著影响（HSR=0.089, t=

0.062），而针对非枢纽城市，列（2）的结果显示高铁

开通对当地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负向边际效

应（HSR=-0.070*，t=0.070），即非枢纽城市开通高铁

对当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产生这种异质性结果的原因在于，非枢纽城市

由于原本交通基础较为薄弱，高铁建设后客运能力

提升的程度更高，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入和提

升市场潜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城市碳排放

强度[36]，而对枢纽城市而言，高铁带来的要素流入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拥挤，从而推动了城市碳排放

强度的提高。

表10 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10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etween resource-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HSR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非资源型

-0.054

(0.037)

是

是

是

3.362*

(1.84)

2352

0.522

(2)

资源型

-0.098

(0.065)

是

是

是

6.494***

(2.011)

1582

0.425

资源型

(3)

成长型

-0.555**

(0.243)

是

是

是

-13.008

(44.246)

196

0.274

(4)

成熟型

-0.040

(0.079)

是

是

是

8.744***

(2.428)

868

0.468

(5)

衰退型

-0.117**

(0.056)

是

是

是

9.178***

(2.095)

322

0.796

(6)

再生型

0.060

(0.246)

是

是

是

3.721

(5.067)

196

0.507

表11 城市网络中心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11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urban

network centrality

HSR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N

R2

(1)

枢纽城市

0.089

(0.062)

是

是

是

0.129

(3.057)

266

0.824

(2)

非枢纽城市

-0.070*

(0.037)

是

是

是

5.282***

(1.433)

3668

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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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 2006—2019 年全国 281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高铁建设视为“准自然

实验”，采用多期DID模型和空间DID模型从多维

异质性视角探究高铁建设对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机制，并从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两个角度，

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高铁建设可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

低，且平均而言，该效应存在 4年延迟期，即在高铁

建设5年后，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并

且下降趋势会逐步扩大，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

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以就业密度和经济密

度衡量的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水平在高铁建设对

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高铁建设通过促进沿线城市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

水平的提升，间接作用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3）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高铁建设对本地

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但也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

的碳排放强度，形成负向“虹吸效应”，推动碳排放

在高铁网络中实现空间转移。

（4）为更加准确识别高铁建设对不同城市碳排

放强度的影响，分别对城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

差异性因素进行考察，发现高铁对碳排放强度的影

响具有较强异质性。从城市地理区位来看，高铁建

设对西部地区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显著拉动

效应，但这一作用在中东部地区并不显著。从城市

资源禀赋的视角来看，总体上，高铁建设对资源型

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并无显著影响，

但将资源型城市细分，高铁建设显著促进了成长型

资源型城市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降

低，对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作用不显著，对再生型

资源型城市则产生了不显著的碳减排抑制作用。

从城市网络中心度的视角来看，高铁建设对非枢纽

城市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而对枢纽城市的碳排放强

度没有显著影响。

5.2 政策建议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1）从国家角度来讲，需要进一步推动高铁建

设，既要保存量，也要提增量，充分发挥高铁建设的

降碳作用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的推动作用。一

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东中部地区发展成果和

降碳成就。另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减少西部城市

与东中部城市之间的交通障碍和要素流通限制，推

动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西部城市转移，通过扩

散效应引领西部城市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各个地方政府需要

充分发挥经济聚集的降碳作用和把握高铁开通带

来的发展契机，根据城市的不同资源禀赋和人文地

理区位特点，因地制宜，推行适合城市定位的碳减

排方案和经济发展模式。例如，规划特色旅游景

区、建设高新产业园区等，发挥当地特色和优势，实

现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有针

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技术等要素聚集，

通过经济聚集和科技创新推动环境规制政策的顺

利实施，从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推进城市绿色

低碳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高铁建设的负向“虹

吸”效应大于正向“扩散”效应，为了促进区域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高铁建设在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也应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对虹吸效应过强的城

市，应采取适当措施，有序推进各类要素向周边城

市转移，一方面缓解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另一方

面带动周边城市的整体发展，提高区域间资源配置

效率，推动各城市能源集约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碳

减排目标和区域的高质量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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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mechan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281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ZHANG Xiaoyu1, 3, LI Runnan1, QIN Yuting1, ZUO Qiting2, 3, ZHENG Pengfei2

(1.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3. Yellow River 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s the low-carbon advantage of high-speed railway is conducive to the ear-

ly realis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carbon neutrality and carbon peak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explore the low-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Method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1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ed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and media-

tion effect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direct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peed railway on the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 in cities and mechanism.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made a significant con-

tribution to the reduction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here was a four-year delay period

in this effect on average; (2)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way was significant in

western cities, growing and declining resource cities, and non-hub cities, but not in other regions

and types of cities; (3) The results of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

way can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ities b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urban economic ag-

glomer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 The results of spatial difference-in-dif-

ferences analysis show that the negative“siphoning effect”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neighboring cities was greater than the positive“diffusion effect”.

[Conclusion] Therefo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the state should keep the exist-

ing stock and maintain the constant growth so that high-speed railway can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

count local conditions, formulate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reasonably, and promote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while realizing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of cities.

Key words: high-speed rai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ifference-in-dif-

ferences model; mediation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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